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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学研究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时代意蕴

苑仲达
(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北京 100006)

摘 要: 文化主体性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巩固文化主体性是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者的光荣使命和重要责任。近代以来，众多名宿从不同学科、维度和层次围绕文化主体性问题开

展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以费孝通等为代表的当代中国社会学人，揭示并阐发了文化主体性的社会学

涵义。群学作为中国古典社会学，具有独特的理论品格和鲜明的方法特质。群学研究对于巩固文化主

体性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更好承担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深入推进“两个结合”、持续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加快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与实现群学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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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主体性则是文化存

在和发展的重要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坚定不

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不断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步伐。2016 年 5 月 17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

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1］2022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提出: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2023 年 6 月 2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
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3］由此可见，巩固文化主体性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的内在要求，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表现。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巩固文化主体性、推进文化自信自

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

本遵循。
战国时期由荀子创立的群学，堪称“中国古典社会学”。它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

容，也是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的珍贵遗产，更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绚丽瑰宝。近年来，以景天魁

为代表的当代中国社会学人，围绕群学开展了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学

术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反响。然而，国内外学术界关于群学研究

与文化主体性之间学理关系的论述却颇为鲜见。鉴于此，本文尝试在厘清文化主体性的丰富内

涵及社会学涵义的基础上，揭示群学的理论品格和方法特质，进而探究群学研究巩固文化主体

性的时代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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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主体性的学理阐释

( 一) 文化主体性的丰富内涵

谈及“文化主体性”，首先应搞清楚什么是“主体”，其次应弄明白什么是“主体性”。所谓“主

体”，是与客体形成相互对待、相互依存、互为中介、共生并存关系的一种对象性范畴; 而所谓“主体

性”，是指在一种对象性活动中所产生和发挥的自主性、自为性、能动性、创造性［4］。从本质上讲，

主体性是一种探讨人与对象，以及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哲学概念［5］，是“主体通过对象性活动去把

握客体的一种特性”［6］。而深刻理解“主体”和“主体性”，正是科学把握“文化主体性”的前提和基

础。从一般意义上说，文化主体性是有别于“他者”、具有鲜明文化特质和价值立场的“存在”状态。
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是仅限于文化艺术范畴，广义则包括文化艺术在内的经济、政治、社会等

领域范畴［7］。其突出表现为，对自身民族文化传统的自我认识、自我反省、自我更新、自我创化［8］。
它的确立和巩固，是一个从“自在”到“自为”的过程。

近代以来，众多前辈围绕文化主体性的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例如，毛泽东同志主张:

“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

来”［9］，“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10］。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

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11］3，“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

力更生为主。”［11］29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文化意义上展现了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侯外庐

提倡，学术研究要“以中国人的立场分析中国的问题”［12］。张岱年认为:“建设未来的中国的文化，

最重要的问题是要重视、保持民族的主体性、民族的主体意识。”［13］这两位先生侧重于学术研究与

文化建设的实践指向，体现了文化主体性的现实关怀。先贤哲人对文化主体性问题的求索与省思，

为人们探寻和追问何谓“文化主体性”展示了多元面向并带来了深刻启示。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文化主体性的含义进行了持续探究。例如，江宁康认为，中华民族的文化

主体性是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由民族的全体成员一致认可并共同维护的主体性意识［14］。楼宇烈

提出，文化的主体意识是民众对本国文化的认同，包括对它的尊重、保护、继承、鉴别和发展等［15］。
所谓“文化主体性”，意味着“一种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相遇时，既能自觉自省，又能自尊自重，且在此

基础产生积极的适应性与创造性”［4］。刘同舫、杨文圣等将文化主体性视为一种中华民族文化的

独特表征［16-17］。另有学者认为，中华文化主体性具有独立性、主导性和自为性三个特征［18］。由是

观之，虽然不同学科的学者对“文化主体性”内涵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是人们对其实质的认识渐趋

深化。
( 二) 文化主体性的社会学涵义

在社会学研究领域，费孝通先生对“文化主体性”的讨论可谓独树一帜且发人深省。20 世纪三

四十年代以降，费孝通基于史禄国、潘光旦等人的研究成果，对“文化主体性”进行了积极探索和不

懈追求。1997 年，费孝通提出了与“文化主体性”密切相关的“文化自觉”概念。所谓“文化自觉”，

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

它的发展趋向”［19］，即弄明白“我们各民族的文化是哪里来的? 怎样形成的? 它的实质是什么? 它

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20］。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的目的就是“文化主体性”，即对现代化的“自

主的适应”［19］。对于这种“自主的适应”，“既可以理解为发掘本土文化中与现代化规律相契合的

要素，依据本土文化来重建现代化道路，亦可以理解为在本土文化与现代化要求无法结合的情境

下，主动参与、学习和适应现代化的基本规则和技术，在参与中重建自身文化个性。”［21］可见，费孝通

所谓的“适应”包括双重涵义: 一是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有契合点时，以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为基础，吸收外来文化的优势，推动传统文化与时俱进; 二是当两者不相容时，中华优秀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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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通过学习、创新，主动适应现代文化的发展，重建自身的文化［22］。在此，费孝通对“文化主体性”
的阐述主要依据对“文化自觉”的定义。

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民族文化的自觉和主体性，历来是费孝通思想一贯的主题［18］。费孝通

认为，“文化自觉”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

位”［23］172，其目的是“争取文化发展的自决权和自主权”［23］223。他指出，“在人文重建的整个过程

中，我们可以接受外国的方法甚至经验，但所走的路要由自己决定。文化自觉、文化适应的主体和

动力都在自己。自觉是为了自主，取得一个文化自主权，能确定自己的文化方向。”［23］396其中，文化

选择的“自主能力”“自主地位”“自决权”“自主权”，正是基于文化自觉的文化主体性［24］。在他看

来，“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 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据其对新环境的适应力决定取舍。
其次是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以吸取。各种文化都自觉之后，这个文化多元的

世界才能在相互融合中出现一个具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形成一套各种文化和平共处、各抒所

长、联手发展的共同守则。”［23］172-173进而，他将其形象地概括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

下大同。”［23］173由此可见，费孝通把“文化主体性”看作在面对现代化诉求时对本民族或地方文化的

能动和理性认知［25］，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甚或敏锐的先见之明。
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方向，费孝通坚信它一定是“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社会学。这是他

在学科建设意义上，坚持文化主体性的一个突出表现。费孝通对“文化主体性”的探索和追问，引

发了许多社会学者的反思与共鸣。例如，苏国勋的“文化自主性”、刘世定的“学术自觉”、郑杭生的

“理论自觉”、洪大用的“实践自觉”、周飞舟和黄家亮的“方法自觉”、景天魁的中国社会学的“学科

自信”①［26］、赵旭东的“文化主体”、刘亚秋的“人的主体性”与社会学的“主体化”等。景天魁进一

步指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应以增强文化自觉为必要前提［27］。他认为，对于社会学而言，文化自信

就是学科自信，它是一种“学术主体性”，即秉持“中国本有社会学”的坚定信念，并树立承担学科使

命的自觉意识［28］。可以预见，“文化主体性”这一概念必将紧随时代步伐与学术跃升而被赋予更多

新的内涵和意义。

二、群学的理论品格和方法特质

晚清时期，“群学”具有三种含义: 一是合群立会之说，二是社会学，三是广义社会科学［29］。而

在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之初，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刘师培等人曾指出，荀子群学

乃是中国自古已有的社会学［30］。费孝通也多次提及，英国的拉德克利夫－布朗( Ｒadcliffe-Brown)

20 世纪30 年代在燕京大学讲学时的论断，即早在战国末期，荀子已创立了社会学［31］。另外，

丁克全［32］、卫惠林［33］、牟钟鉴［34］等也有类似主张。近年来，景天魁带领的研究团队进一步指出，由

荀子创立并绵延两千多年的群学是中国古典社会学［35］，其核心是凝聚的群体观。这在思想观念层

面否定了中国历史上只有“社会思想”而没有“社会学”的谬论，批驳了中国社会学只是“舶来品”
而没有“学科史”的偏见，确证了群学的“历史存在性”与“历史绵延性”［36］。这些论断对于群学学

术贡献的重新评价乃至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逐本溯源，无疑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学术正声。
( 一) 群学的理论品格

从学科范围来说，群学是一套研究人的社会关系、社会行动、社会制度、社会规范的学说［37］。
就群学的要义而言，涂可国认为其包括人而能群的社会本质论、能难兼技的社会分工论、群居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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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景天魁指出，“学科自信”是与费孝通的“文化自觉”和郑杭生的“理论自觉”思致相因的概念，而中国社会

学的“学科自信”具有学科起源、学科历史、学科性质、学科道路和学科使命等五方面含义，它在实质上是建设什么

样的中国社会学、怎样建设中国社会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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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理想论和明分使群的社会治理论［38］; 景天魁则将其概括为“合群、能群、善群、乐群”［39］11，他

对群学四个层面的凝练和升华，对于群学研究起到了基础性和纲领性的重要作用。
康有为曾断言，“内之于己，变化气质，外之于人，开广智识，二千年学者皆荀子之学也。”［40］

严复也说:“唯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41］38这不仅肯定了群学的学科

地位，而且凸显了群学的实践价值。景天魁进一步指出，群学是合群、能群、善群、乐群之学，此“四

群”分别是群性在“分”“义”“礼”“和”的基础上逐层展开的社会形式和社会状态［42］。具体来说，

群学的概念体系和命题体系，即群学元典“一线四层”的基本格局，由纵向的合群、能群、善群、乐群

这条主线，与横向的修身( 合群) 、齐家( 能群) 、治国( 善群) 、平天下( 乐群) 四个层次所构成［43］。
他认为，合群、能群、善群、乐群的四个原理，蕴含着群学的根本价值［30］。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基

因”，群学的要义构成了一具至大至微之理、至高至伟之功的“群学”及“群道”［44］。由此可见，群学

元典“一线四层”的基本格局奠定了群学理论体系的框架结构。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来看，中国社

会超稳定结构的核心，正是蕴含在群学合群、能群、善群、乐群的基本原理之中［45］。这“四群”之于

人是安身立世之根本，之于社会是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之于民族是繁衍绵延的基因，之于国家是

繁盛强大的密码［36］。目前，群学的概念体系和命题体系已经日臻完善，但群学的理论体系亟须加

快构建。
严复确认了群学的诚正修齐治平之事与西方社会学的“节目支条”“不期而合”［41］8，梁启超论

证了群学“与欧西学者之分类正同”［46］。在 此 基 础 上，景 天 魁 进 一 步 揭 示 了 它 们 研 究 对 象

“正同”、研究领域“暗合”［42］，研究内容“正同”、研究方法“暗合”［35］，问题意识“正同”、基本概

念“暗合”［30］。尤其是在研究对象上，由于“群”是人的社会性存在，群学将人作为中心和主体，

重点研究人们之间“以人伦为基础的社会关系”［42］。“人本位”既不是“个人本位”，也不是“物

化”的“群”、抽离了人性的“群”，而是人－群一体的［47］。换句话说，群学类似于西方社会学研究

社会关系、社会事实、社会变迁，但更讲究以人为中心、本位和主体［42］，这充分展示了群学的文

化底蕴和人文关怀。
群学的理论品格，主要表现为以合群、能群、善群、乐群为理论框架和分析视角，观照社会现象，

关切社会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抱负，矢志于提炼新概念、
新范畴、新表述，构建新命题、新观点、新理论，彰显群学的科学性、合理性、实用性，从而研究回答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从而为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

体性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 二) 群学的方法特质

总体而言，群学兼具研究对象的人本性、研究方法的整合性、研究视角的贯通性和研究目的致

用性，而这四个基本特性共同构成了群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基础性［39］12-15，87。从群学的基础性概念

来说，“群”是基础性构成、“伦”是基础性结构、“仁”是基础性规范、“中庸”是方法论基础。这四个

概念所体现的群学基本特性，是中国社会学固有的特质［48］。
群学与西方社会学的一个显著相似之处，在于其实证性。例如，本杰明·史华兹( Benjamin I．

Schwartz) 认为，荀子群学在儒家学派中最鲜明地呈现出“社会学色彩”［49］405，其思想范式基于“自然

的实证化技术”的向导［49］421 ; 李约瑟则指出，荀子作为科学方法的先驱，其观点显得尤为“实证化和

技术化”［49］421。景天魁认为，荀子将自己的研究方法称为“参验”“可稽”“解蔽”等，与“实证”具有

相同或相近的含义［28］。荀子正是依托“解蔽”的方法论实现了理论“大综合”，进而完成了创立群

学的壮举［30］。
而群学与西方社会学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中西逻辑思维的各自特征。荀子指出: “以类行

杂，以一行万，始则终，终则始，若环之无端也，舍是而天下以衰矣。”［50］其中，“以类行杂”，即从整

体上把握复杂事物，相当于“整合”;“以一行万”，即用统一的原则统摄万物，也就是“贯通”。总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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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可谓“整合－贯通”逻辑［43］。这种逻辑具有连续、积累、叠加、嵌套的特点［36］，乃是中华文明绵

延不绝的密码［42］。相比之下，西方的思维逻辑是“区隔－取代”逻辑［36］。景天魁强调，“整合－贯

通”逻辑与“区隔－分析”逻辑既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43］。
一方面，群学的整合性体现为诸多层面的统一性。群学不仅比西方的解释学社会学、常人方法

论等更具“实证性”，而且比许多西方社会学学派更具“综合性”［30］。其主要特点是:“群”具有研究

对象和行动主体的双重属性，“群学”表现出理论性与实践性、结构与功能的高度统一［43］。景天魁

指出，群学所主张的“四群”彰显了事实与价值、目的与手段、理想与现实、眼前与长远、实在与非实

在的统一性［45］。群学蕴含中国传统的方法论，主要体现在人与物、外在与内在、理性与感性、描述

与解释、分析与综合统一的层面。在此意义上，它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元典［42］。
另一方面，群学的贯通性主要体现为融通主义方法论。景天魁认为，群学与西方社会学并非

取代与被取代、否定与被否定的关系，而是可以兼容的、能够会通的［30］。社会学的融通主义，主

要意指时间维度的“古今贯通”和空间维度的“中西会通”。在景天魁看来，荀子创立的群学本

就注重融通，它既与古代经典纵向贯通，也与诸子百家横向会通，其在历史上积累的融通经验堪

称典范。因此，融通正是群学的处世之道、应变之道和复兴之道。从实质上看，群学融通主义传

统构成了社会学融通主义的历史逻辑［51］。相对而言，它在文化立场上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文

化复古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也反对“西方中心主义”“欧洲中心论”甚至是“全盘西化”。因此，

群学可以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的自主创新提供独特而有效的研究方法和工具。从研究进展来看，

目前关于群学研究方法论和方法的系统性梳理与体系性构建还较为薄弱，亟须学术界进一步开

拓进取。
群学的方法特质，主要体现在以人本性、整合性、贯通性和致用性为根基，希冀融通古今，力求

学贯中西，无论规范研究还是实证研究，无论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都致力于探索新范式、新方

法、新技能，总结新实践、新经验、新模式，提升群学的解释力、说服力、影响力，以“整合－融通”的思

维逻辑推动社会学科学性与人文性的有机结合与辩证统一，进而为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提

供丰沛的智识源泉。
近年来，群学研究的主要路径是: 先构建概念体系，再构建命题体系，进而形成理论脉络。其特

点在于力求“多元一体”，即在多元理论中寻找“共同点”，并以其作为“整合点”，实现多元理论的

一体性、融通性［45］。群学所主张的社会和平安定、义利有序兼顾、群己和谐幸福、家国同舟与共等，

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有益启迪［52］。总体而言，正是群学上述理论和方法的特色与优势，

使其具有震古烁今的成就和经世致用的功效。而如何通过加强群学研究巩固文化主体性，就成为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时代课题。

三、发挥群学研究巩固文化主体性的积极作用

( 一) 更好承担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要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

这个时代的新文化［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论述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和中华文明永续传承的战略高度，深刻把握历史演进逻辑和文化发展规律，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新时

代我们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

体性。”［3］这不仅彰显了坚定文化自信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而且揭示了文化主体性

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来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论述，不仅阐明了其新的价值意义，

而且赋予了其新的时代内涵。从本质上看，“文化主体性”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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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进行文化创新创造的主动精神。”［53］因此，我们

应以巩固文化主体性为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勇于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

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

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3］中华

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战国时期荀子创立的群学，不仅是灿烂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中

的优秀成分，如被人们称为“群学元典”的《荀子》一书可谓集先秦诸子百家学说思想之大成，而且

是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如“以类行杂，以一行万”的“整合－贯通”式的群学内在

逻辑堪称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保障。景天魁指出，群学是中华民族缔造优秀文化和伟大文明的

社会历史进程及其宝贵经验的一种“学术升华”［42］，是对中国社会、历史能够给出整体性、系统性解

释的“学术瑰宝”之一［30］，它蕴含着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密码［45］。因此，群学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华文明的独特基因，拓展和深化群学研究有助于更好承担新时代新的

文化使命。加强群学研究，传承群学蕴含的中华文化要素，发掘群学秉承的中华文明基因，既是巩

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手段，也是增强文化自信的有效途径。
( 二) 深入推进“两个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

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3］其中，“结合”是指“两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两个结合”是必由之路［3］。进一步来说，“‘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

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

度创新。”［3］由此可见，“两个结合”既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54］，也是巩固文

化主体性的根本途径［18］。就社会学而言，“两个结合”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实践

相结合、同中国古典群学相结合。
景天魁曾指出，中国社会学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是“中西古今问题”，只有自主创新才能迎来

“社会学的春天”［55］。在方法论意义上，“两个结合”的核心价值在于破解“古今中西”之争。而群

学的融通主义，正是以群学的“融通性”消弭学术研究“古今中西”之区隔。可见，群学是古今贯通、
中西会通的学术典范，拓展和深化群学研究有助于深入推进“两个结合”。这就要求社会学研究者

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社会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

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而在社会学研究中推进“第二个结合”，关键在于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古典群学相结合，即同合群、能群、善群、乐群的概念、命题和理论体系

相结合，进一步巩固文化主体性。
( 三) 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

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56］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和

“魂”，也需要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

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3］。这进一步体现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于巩固

文化主体性极为重要且殊为紧迫。而群学是合群、能群、善群、乐群之学，凝聚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的精髓要义，其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对于解释中国社会现象、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具有强

大的创新创造活力。这就要求我们充分发掘和有效利用群学资源，持续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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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

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57］景天魁的研究团队在思想史和学科史意义上，系统阐述了

自古至今荀子群学大致经历的演变过程，即群学元典、群学制度化、群学民间化、群学心性化、群学

转型等，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作出了不懈努力和应有贡献。群学相态演进过程的阶段性与叠加

性相统一，充分反映了中国社会生机勃勃、中华文化连绵不绝的内在机理［36］。在这些过程中，群学

与中国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发展同频共振。故此，群学是我们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深厚底蕴，

拓展和深化群学研究有助于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就要使中华

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尤其是中国古典群学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时代精神

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从而巩固文化主体性。
( 四) 加快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与实现群学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

托［3］。具体而言，“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

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1］其

中，“自身特质”生动体现出在学术研究意义上对“文化主体性”的内在要求。这些重要论述对于构

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乃至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指导意

义。而正如费孝通所说，社会学恰是兼具科学性和人文性的学科［58］。就当代中国社会学而论，巩

固文化主体性意味着要高度重视社会学的人文性，大力提升社会学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在文化意义

上形塑“坚定的自我”，从而充分体现社会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近年来，在景天魁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推动下，群学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和颇为丰硕的成

果: 一是概括了群学的精髓和要义，二是搭建了群学的概念体系和命题体系，三是构筑了群学的理

论根基和分析框架，四是指明了群学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路径，五是梳理了群学的演变历程和发展趋

势。景天魁指出，群学不仅为中国社会学的崛起①［35］奠定了学术史基础，而且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提供了学理支撑。它既是中国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也必将成为“世界性百家争鸣”
的学术高峰［42］。由此，群学是推动中国社会学崛起的历史基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

力，拓展和深化群学研究有助于加快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与实现群学复兴②［28，59］。按照

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我们应当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开发其丰富的学术宝藏，持续加强群学研究，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以实际行动不断巩固

文化主体性。

四、结论与讨论

2024 年 10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高扬中华

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60］。从理论上看，

“文化主体性”作为一个中国学术界的原创性和标识性概念，诸多学科对其含义的理解莫衷一是，

尤以社会学家费孝通对其内涵的解读颇具思想穿透力和学术引领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主体

性的重要论述，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高度概括和理论升华。从实践上看，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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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景天魁提出，所谓“中国社会学的崛起”是指: 以群学的古今贯通为纵轴，以中西社会学会通为横轴，以

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实践为基础，以社会学中国化为方向，交汇融通、综合创新，形成一系列能够回答 21 世纪

中国和世界的重大社会发展问题的新概念、新命题、新理论的伟大创造过程。
景天魁认为，中国的民族复兴意味着中国文化的复兴和中国学术的复兴，“群学复兴”就是要是争取中国

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之间平等对话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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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既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题中之义，也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重要举措，更

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有力抓手。为了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就要把中华文明瑰宝中

的群学发扬光大。
群学作为中国古典社会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杰出代表。一方面，群学以合

群、能群、善群、乐群为基本原理和逻辑架构，搭建了一整套概念、命题和理论体系，展现了其包罗万

象的理论魅力。另一方面，群学以人本性、整合性、贯通性和致用性为方法原则和实践导引，促进了

古今中西社会学的交汇融合，彰显了其历久弥新的方法气韵。正因如此，群学以其独特的理论品格

和鲜明的方法特质，为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强大学术支撑和不竭智力支持。
历史和事实证明，拓展和深化群学研究，充分发挥其巩固文化主体性的积极作用，对于更好承

担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深入推进“两个结合”、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加快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与实现群学复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群学是一个守正创

新、开放包容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必将随着时代变迁、社会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新时代新征程，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通过加强群学研究巩固和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为筑

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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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Qunxue Studies in
Consolidating Cultural Subjectivity

YUAN Zhongda
(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Pres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6，China)

Abstract: Cultural subjectivity is a comprehensive and fundamental issue in the field of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and consolidating cultural subjectivity is the glorious
mission and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of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ers． Since
modern times，many extensive and in-depth discussions on the issue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have been conducted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dimensions，and levels． Some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ologists represented by Fei Xiaotong，have revealed and expounded the sociological
connotation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As the classical Chinese sociology，Qunxue has unique
theoretical qualities and distinct method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positive role of Qunxue
studies in consolidating cultural subjectivity is mainly embodied in better fulfilling the new
cultural missions in the new era，deeply promoting the " two combinations"，continuously
advancing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and accelerating to build a Chinese sociological intellectual system and realizing the
revival of Qunxue．
Key words: Qunxue studies; cultural subjectivity; the revival of Qun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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